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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与中国新诗中基督性的生成 

薛媛元 

摘要：教会学校为中国现代诗坛输送了以冰心、陈梦家、梁宗岱、陆志韦、

徐雉、刘廷芳、刘廷蔚、赵紫宸等为代表的大批优秀诗人,其独有的宗教教育

为这些诗人的作品中注入了基督性元素。教会学校的礼拜程序、课程设置、

图书资源、刊物出版、社团交流等都为现代诗人提供了接触基督教文化的机

会。虽然这些接触未必一定能引起诗人对基督教的认同感，但无论诗人们对

基督教的印象如何，基督性都已随着教会学校的教育潜移默化地在他们的精

神气质中留下了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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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欧美政府支持对华传教事业的初衷为何，西方传教士宣传基督教教

义及现代西方科技文化的热情勤勉以及所产生的积极效果是不容否认的，兴

办教育就是他们惠及大众的一项重要传教手段。在 1918 的中国，教会所办

中小学校 6890 所1，中小学生约 20 万，在全国占比约 5%；综合性大学 15 所，

学生总数 2000 多名（其中 66%为基督徒）2；专科学校十四五所。这个数据

意味着教会学校占据了对知识界真正产生影响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多半壁江山，

因为直至 1920 年，中国国立大学只有 4 所，中国人自办的大学还仅有 11 所，

                                                           
1 参见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下卷）[M].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073. 
2 同上：1131. 



Journal for Research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中国基督教研究 ISSN: 2325-9914 

No. 8, June 2017   -254- 

 

毕业生仅 1446 名1。教会学校堪称近代中国现代文化的集中培育基地，向中

国各个领域都输出了不少优秀的人才。 

新诗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四大体裁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因此它也自诞生之日起即与教会学校产生了各种钩连。新诗的发起

人多受过系统的新式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后期的新诗参与者中亦有多人受

惠于教会学校。据不完全统计，出身于教会学校的知名现代诗人，有冰心、

陈衡哲、周作人、许地山、梁宗岱、徐雉、赵景深、焦菊隐、于赓虞、陆志

韦、赵紫宸、刘廷芳、刘廷蔚、刘廷藩、徐志摩、陈梦家、程千帆、胡也频、

施蜇存、戴望舒、高兰、牛汉、吴兴华等数十位。诚然，这些诗人并未都因

为这重教育背景而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有些人甚至走上了与基督教以爱救

世之途完全相反的革命道路，然而宗教教育在他们成长过程之中所留下的印

记，绝非能够轻易去除。因为这些诗人们多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接受教会学校

教育，“儿童当此时间受感力最强，而判断力最弱”2，因此这些在人生较早阶

段深刻进他们头脑中的内容，对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都影响巨大，即使成

年后他们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接受到新的理念，基督教思想也必然会对后期接

触的观念形成一种前摄抑制3。因此，可以说，教会学校教育给予这些现代诗

人的，不是基督教信仰，而是一种潜移默化地融入了他们精神气质中的基督

性。 

基督性对应德语单词“Christlichkeit”，是基于德国主观主义社会学家西美

尔的“宗教性”4之说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特指对基督耶稣形成的一种趋近乃

                                                           
1 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 年-1927 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M].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5：391. 
2 胡适、陶孟和、丁文江.凡初等学校（包括幼稚园），概不得有宗教的教育（包括理论与仪式）

[J].新教育，1922，5（3）：457. 
3 前摄抑制是指先前学习的材料，对识记和回忆后学习的材料的干扰作用。见中国就业培训技

术指导中心，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编写：《心理咨询师——基础知识》，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2 年，第 7 页。 
4 西美尔认为，人与人之间各样的关系中都包含着一种宗教因素，这种从人际关系之中提练出

的具有共同基调的情感体验即被总结为宗教性。宗教性有时也被译为“宗教虔诚”，它属于一

种社会精神结构，是宗教肌质的根本特性之一，“包含着无私的奉献与执着的追求、屈从与

反抗、感官的直接性与精神的抽象性等的某种独特混合”，从宗教性中可以生发出主体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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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敬虔的情感，由此可派生出行为上的顺从和效法，而使某人的交际关系、

行事风格、表达方式得到更新，形成具有一定与基督相似或合于基督教训的

客观性品质。这一概念也可用于文学、艺术、语言等领域。基督性与基督教

的区别在于，基督教更强调制度层面的意义，而基督性的范畴则更偏于道德

领域与思维领域。 

教会学校主要通过向现代诗人提供接触基督教文化的途径而使基督性逐

步地渗透进他们的潜意识之中，它所提供的接触途径一般包含宗教活动、课

程设置、书刊资源、刊物出版、社团交流等五种。 

一、宗教活动——宗教氛围的浸染与仪式感的建立 

在日常教学设置中有无宗教活动的安排，是教会学校与非教会学校的主

要区别。宗教信仰必然带有崇拜仪式，因崇拜是宗教的灵魂，“没有仪式的存

在，就没有庄严肃静的情境”1。东吴大学校长孙乐文的观点在教会学校的创

办者中很有代表性：“我们应该铭记的基本原则有三，其中之一是‘我们的教

育必须是基督教的’。使我们的学生有充分的机会去了解基督教信仰在整个生

活中的要旨和意义”2。因此，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大部分教会学校一般

设有强制学生参加的早晚礼拜和主日礼拜，以及查经班等小型传道活动。诗

人胡也频就读的崇德小学、陆志韦、赵紫宸、徐雉就读的东吴大学、洪业就

读的鹤龄英华学院、冰心就读的贝满女中等都是如此。冰心回忆起自己在贝

满女中的生活时，曾经提及“我们每天上午除上课外，最后半小时还有一个聚

会，多半是本校的中美教师或公理会的牧师来给我‘讲道’。此外就是星期天的

‘查经班’，把校里的非基督徒学生，不分班次地编在一起，在到公理会教堂做

礼拜以前，由协和女子书院的校长麦教士，给我们讲半小时的圣经故事”3。

显然在当时，加强对非基督徒学生的宗教影响是很多教会学校的基本原则，

                                                                                                                                                    
象之间“真诚和稳固的内在关系”，以及一种对相关秩序的自觉遵从。参见西美尔：《论宗教

社会学》，《现代人与宗教》，曹卫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4-5 页。 
1 王星拱：《王星拱先生的讲演》，《少年中国》1921 年第 2 卷第 8 期，第 4 页。 
2 项文惠：《广博之师——陆志韦传》，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第 17 页。 
3 郭济访编：《冰心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年，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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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教会学校不明令限制非信徒学生的入学，但它包含了一个逻辑：既然选

择到教会学校读书，就是默认了接受校方的一切宗教活动安排；参与宗教活

动、接受基督教宣传，是换取教会学校高水准教育资源所必须履行的一项义

务。 

这些宗教活动在非信徒学生中并不像体操、音乐、戏剧等新式文明那样

受欢迎。因为中国的读书人自古以来便羞于承认自己对某事物怀有崇拜和依

赖的情绪，对有神论的宗教信仰格外警惕，他们愿意接受可以自由选择的主

义、思想，但“在天性上便与宗教不十分契投”，尤其“对于与政治教育有关系

的宗教，反很厌弃” 1，而基督教的第四次入华偏偏与政治有解不开的纠葛，

当时中国人极为敏感的自尊心非常容易被这种带有强烈精神控制色彩的行为

刺伤，比如陆志韦就曾因为东吴大学严格的宗教校规和宗教约束而耿耿于怀

了很久2，于赓虞也将“凭了耶稣之名，我才拿到了允许进大学的那张可恶的

纸”3视为自己求学史上一段屈辱的经历，胡也频甚至因为参加基督教礼拜被

母亲勒令退学，包括性格随和的冰心也觉得查经班和做礼拜是负担4。但是为

了享受教会学校的各种福利、较高水平的教学尤其是优越的外语学习条件，

这些诗人还是选择继续忍受自己并不感兴趣的宗教活动。然而基督教某些正

能量的宣传、宗教氛围的感染力、礼拜仪式的神圣肃穆感包括同学朋友的同

化力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悄然地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最初对此心有抵触甚

至多有反抗的冰心、梁宗岱、陆志韦、赵紫宸最终都受洗加入了基督教。 

他们以一些诗作记录了自己受感的瞬间。综合看来，对感性的诗人们触

动最大的是基督徒祈祷的场景，而非内容。祈祷事件本身常常作为一个完整

的意象参与进诗歌之中，多数情况下是在以一种仪式化的场景编织特殊的诗

境，以神圣氛围的营造来提升诗歌的感染力，而祈祷内容则很少出现在诗歌

                                                           
1 周太玄：《宗教与中国之将来》，《少年中国》，1921 年第 3 卷第 1 期，第 23-30 页。 
2 项文惠：《广博之师——陆志韦传》，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第 18 页。 
3 王文金：《于赓虞年谱简编》，《于赓虞诗文辑存》，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36

页。 
4 郭济访编：《冰心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年，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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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冰心的《晚祷》，真正宗教意义上的祷告从诗歌第二节才正式开始，

而第一节对树影、草坡、月色、天空及祈祷者印象派油画式的细致摹写，则

为全诗赋予了宁静肃穆的美感；梁宗岱的《晚祷》只表明了赞美、感恩和忏

悔的主题，重心全放在“清婉潺湲/微飏荡着的/兰香一般缥缈的琴儿”、“安静

的旷野，/无边的黑暗，/与雍穆的爱幕”（《晚祷——呈泛，捷二兄》）和“温

软的影儿恬静地来去，/牧羊儿正开始他野蔷薇底幽梦”（《晚祷二——呈敏

慧》）上；刘廷蔚的《早祷》也仅将祈祷的内容一笔带过，反而糜细无遗地

描绘了“繁枝上滴沥的雨珠”、“满山错杂的泉响”、“松针铺地的密荫”、“松林绿

色的空气”，并将“这一刻美洁的时光”视为珍宝奉献给上帝；汪震的两首《野

祷》中都完全没有祷语，无论是前诗中的“茫茫的宇宙，/上帝的国；/阳光的

和暖，/上帝的尊严；/煦煦的春风，/上帝的慈爱”还是后诗中的“伟大的宇宙

包着我，/蔚蓝的苍天盖着我，/嵯峨的高山迎着我，/广漠的大地铺着我，/

晶亮的阳光照着我，/至高的上帝看着我”1，都是在借自然之美为上帝作见证，

诗人的存在及其感悟即是无声的祝福。这些出现于信徒诗人笔下的祈祷意象

虽然形式上不再拘泥于宗教仪式，但意义上大多还并未脱离宗教而独立存在，

而是将其升华、美化成为一种艺术性的情境。 

当然，未受同化而将对基督教的反感坚持到底的诗人也依然存在，比如

说“恶魔诗人”于赓虞与革命诗人胡也频，他们的诗中颇多“赞颂毁灭，谪贬上

帝”（胡也频《悲愤》）、“去判决‘上帝’乃罪人”（胡也频《颠沛的人类》）

式的非基督情绪。但通观他们的非基诗歌，会发现他们的愤怒并不是针对基

督本身，而在于教会学校的限制及社会现实与宣传的反差，这与他们心中的

基督性标准产生了距离，故而由被欺骗感而衍生出对抗的情绪。 

此外，在非基督教运动爆发之后，随着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展开，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呼吁教育与宗教的分离，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很多开明西方传教

                                                           
1 汪震：《野祷》，《伐木集》，北平：北平著者书店，1946 年，第 42-43 页。汪震，心理学家，

与陆志韦、刘廷芳等同为中国心理学奠基人。北京高等师范大学毕业，曾与曦社、蔷薇社

成员有交流，石评梅去世后为其作悼词，曾出版诗集《伐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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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也很认同了这种观念。他们已意识到强制性宗教活动的一些负面效应，并

主动在这一点上作出了让步，于是教会学校教育的基督教色彩有所减弱。随

着基督教在华教育鼎盛期的结束，新一代教会学校已与普通学校区别日渐减

小，学生们与基督教的情感也逐届淡漠。因此，在第二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

才走入诗坛的现代诗人，除了少数基督教家庭出身的诗人之外，其作品中的

基督性比新诗发端期的诗人有明显减弱的趋势。 

二、课程设置——宗教知识的了解与基督教价值观的灌输 

在以宗教教育为特色的教会学校之中，《圣经》课的地位显然是极为特

殊的。即使在燕京大学这样自由主义风气十足的学校中，《圣经》课依然占

据了全部课程的相当比例。毕竟教会学校办学宗旨之重中之重还是宣扬基督

教，虽不能强求学生接受洗礼，至少也要培养学生对基督教文化的亲近感与

认同感，而这部分工作很大程度上是由《圣经》课来承担的。从基督徒在学

生中的占比情况来看，这个安排应该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和强制参加宗教

活动相比，非基督徒学生，尤其是对文学有特殊爱好的非基督徒学生更容易

接受《圣经》课，甚至会有主动阅读和积极学习的激情，像冰心的《圣经》

课就经常拿到 95 分以上的好成绩，刚入培正中学时对基督教活动兴趣乏乏

的梁宗岱，却对《圣经》了如指掌，娓娓讲来甚至能吸引学校的教官，牛汉

晚年在谈起他幼时在教会学校中的《圣经》学习经历时也颇为怀念。 

当然，诗人们对《圣经》课的喜爱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圣经》本身的

思想魅力与艺术魅力。作为一部以价值观输出为主要目的的宗教著作，《圣

经》所宣传的理念在忠教观等方面固然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斥之处，但它对

博爱、正直、公平、正义、怜悯、牺牲、信念等的强调，依然符合大多数中

国人的道德期待。虽有民族主义情结作祟，但中国人整体的思维模式还是偏

于实用主义的，对于各种文化之中能够为我所用的部分都持包容和欢迎的态

度。因此在深入系统地了解了这部世界经典之后，教会学校的学生们能够解

除心中对于基督教文化出于不了解和想当然的反感，相应地，不少《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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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句和上述普世价值较高的基督教理念则很快得以在他们心中留下痕迹。推

而广之，社会上因缺乏理解而滋生的部分排基心理在 20 世纪 20 年代前的这

段时间内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 

就艺术价值而言，《圣经》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中译本《圣经》也是

现代白话文著作的典范。对于现代诗歌乃至现代文学的发展而言，《圣经》

的译介与普及都功不可没，而教会学校在这一过程中的努力也不容忽视。教

会学校中未来的诗人们在《圣经》课学习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汲取了《圣经》

“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1作为现代诗歌的语言资源，也掌

握了相当数量常见于西方文学中的《圣经》常识和典故。 

他们的诗歌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直接取材于《圣经》，如冰心的《天

婴》、赵紫宸的《客西玛尼》、《打鱼》、《伯大尼》、《受难节》、《伯

利恒》、刘廷芳的《客西玛尼》、《被卖的那一夜》、陆志韦的《如是我

闻》、徐雉的《复活》等；同时，新诗的创作也经常会援引《圣经》语句或

出现《圣经》中的惯用语体，如借用祈祷、说教、赞美等特殊文体、采用“A

是 B”式权柄句式及多句并行的箴言句式、采取称“土地”为“地土”、称“羊羔”为

“羔羊”、称“旨意”为“意旨”、称“兄弟姐妹”为“弟兄姊妹”、称“安慰”为“慰安”、

称“喜欢”为“欢喜”等由《圣经》固定下来的特殊用法等。 

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在新诗写作中留下痕迹的，不止是在知识界产生最

广泛影响、直接参与了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的 1919 版和合本《圣经》，

还包括早期的深文理委办本等不同译本，像吴雷川就曾在组诗《主祷文演词》

中直接引用过这一版本《圣经》中“惟初太始道生于一”（约翰福音 1 章 1 节）

等经句，陈梦家也在写作长诗《往日》时取深文理旧约《圣经》中之常用词

“昧爽”为题。总之，基督教话语充实了中国现代诗歌的意象群和语体特征库，

《圣经》也为现代诗歌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成功诗歌范本。仅就诗歌领域而言，

这些形式上的师承关系，意义丝毫不逊于诗歌精神上的影响与塑造。 

                                                           
1 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年，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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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教会学校的另一门重要课程英语，也对诸多现代诗人影响深远。很

多诗人对教会学校的选择就是因为英语教学水平，如冰心的父亲认可教会学

校原因之一就是“英文的口语也纯正”1，徐志摩一度进入沪江大学也是出于同

样的原因。教会学校的外语课尤其是英语课设置为诗人们进一步了解西方文

学打下良好基础，使西方精神导师之宗教立场得以左右了不少现代诗人的基

督观，如纪伯伦之于冰心、刘廷芳，白朗宁之于陈梦家、赵萝蕤，瓦雷里之

于梁宗岱等。但这种影响存在一定多向性，像艾略特对中国新诗派的影响即

非常复杂，波德莱尔等人对基督教的反向书写甚至还造就了穆木天等一批非

基诗人。这些习自西方导师的基督性，无论就范围还是其影响力而言，其实

际效果都要远远强于教会学校的直接输入，这对于教会学校的创办者而言是

种无奈，但于中国新诗的自身发展而言，却是一种福音。 

三、书刊资源——宗教与文学双重视野的开拓与融合 

教会学校由于得到欧美等国基督教团体和个人的财政支持，在第一时间

获取西方各界最新图书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是中文宗教研究书籍

的集中地。直至今天，由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参与重组的中国最知名的几十所

大学，还在受惠于教会学校时期的丰富藏书，2011 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保守地说，北京大学现仍收藏有继承自燕京大学的基督教研究中文专著 305

种，天主教研究中文专著 226 种及综合宗教书籍 51 种2，其他大学的书籍收

藏情况也可据此推知。据彭长琳《中国基督教会文字事业的问题》记载，教

会学校藏书一般以英文为主，在个别学校甚至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3，其中不

仅包括宗教书籍，也包含各个学科领域的最新书籍，甚至马克思主义相关的

外文版书籍。中国传统经典易得，而西方原版新著难求，因此这种带有较强

                                                           
1 郭济访编：《冰心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年，第 80 页。 
2 此数据采自“来自燕京大学”博客，原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aaf9330100oeuc.html。虽然原文统计的是国立北平大学图

书馆得自燕京大学的基督教、天主教相关藏书，但北平大学组织较为松散，其文学院后来

脱离该校并入北京大学，因此这部分藏书现均收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每种书前均附有完整

索书号，足以采信，但书目完整与否未知。 
3 彭长琳：《中国基督教会文字事业的问题》，《生命》1922 年第 3 卷第 2 期，中国基督教会文

字事业的问题第 1 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aaf9330100oeu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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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殖民意味的藏书结构虽广受国人诟病，但在上世纪初信息爆炸的时代，

对教会学校在校生却益处颇多。冰心、周有光等人都曾忆及自己在校期间遨

游书海的经历，并颇以为幸。 

教会学校学生偏得的不仅是书籍，也包括刊物。一些基督教刊物，如

《大同报》、《女铎》、《通问报》、《兴华报》、《青年进步》、《生

命》、《教师季刊》等在知识界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刊物，也都在教会学校中

相当流行。作为全方位了解基督教文化的窗口，综合性的基督教刊物比针对

性强的宗教书籍更为适宜，它说教意味较淡，而且常包含热点时事与先锋文

学，甚至不回避进化论等问题的探讨，在非信徒学生中认可度很高。尤其是

基督教青年会刊物，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机关刊物《青年进步》为例，它贯

彻了青年会“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

的宗旨，将整个青年团体作为预设读者群，重在“团结”，其“提倡、引导”1的

意味较强，而“传布基督教”、“确实证明基督的真理”2的迫切性较弱，因此，

在绝大多数基督教刊物发行量不足 2000 的情况下，《青年进步》的订阅量

能达到 7500-8000，且在青年读者中广受好评，被誉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校园

读物3。 

各基督教刊物之中，多数都少不了文艺专栏。最初，这些专栏以刊载最

新译介的赞美诗作品为主，后来随着眼界的扩大，渐渐地又增加了其他宗教

文学品类，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述诗”。“述”是一种比“译”更为灵活的引

介外国文学的方法，即不逐字逐句翻译，而用自己的语言将自己理解的原文

含义转述出来。这种方法不拘于翻译“信、达、雅”原则的限制，而是本着“得

意忘形”的原则进行的再创作，因此格适用于新诗这种体裁。在刘廷芳的诗集

《山雨》和他主编的《紫晶》、《生命》等杂志中都收有很多与译诗界限清

晰的述诗，包括《阿佛莲菊骚》、《儿童》、《路西旦梦德洛》、《走进圣

                                                           
1 皕海：《青年进步发刊词》，《青年进步》1917 年第 1 期，第 1 页。 
2 证道团全体：《证道团宣言书》，《生命》1920 年第 1 卷第 1 期，证道团宣言书第 1 页。 
3 何凯立：《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陈建明、王再兴，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

社，2004 年，第 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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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知识》、《梦想是真》等。述诗的作者群以刘廷芳、杨荫浏、沈子

高、赵紫宸等信徒诗人为主，作品大多为基督教色彩浓郁的信徒诗人作品。

这种述诗的流行是赞美诗翻译行为的副产品，由于赞美诗的翻译对“韵译”的

要求较高，就决定了字句完全对应有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而对作者的

转述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种翻译习惯带入普通外文诗歌翻译时，则催生了

大批述诗。述诗会带上更多诗人的个人风格，但对原诗意味的传达则有些欠

缺，甚至可能因诗人的理解与原作者表述间的差异而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读，

这大概也是述诗未能在整个文坛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的原因。但这种述作行

为的流行，对中国新诗尤其是“事工新诗”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可贵的借鉴。 

“事工新诗”1是随着新诗的繁荣而出现在基督教界的一种由基督教信徒或

慕道友创作的、具有一定宣教意味的非歌唱型新诗，它诞生于 1921 年的

《生命》月刊上，主要推动者是刘廷芳，开山之作为冰心的“圣诗”组诗，并

很早就得到了教内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如文学研究会的刘廷藩就曾在《教

会文字事业的问题》一文中肯定了冰心与赵紫宸两位诗人的事工诗歌成就：

“近来如谢婉莹女士和赵紫宸君所登载在生命月刊上的几段圣经小诗，真真是

清颖可爱，较之诵读一段圣经的原文，其滋味诚有浓淡的分别”2。因此“事工

新诗”的发表也成为《青年进步》等一些基督教杂志的另类传教方式。很多事

工新诗在宣教的同时，也秉持着基督教关注弱势群体的精神传统，充满人道

主义关怀，与五四启蒙以后的新诗在思想上形成了一定共鸣，更与文学研究

会“为人生”派的现实主义诗歌相映成趣。在新诗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的 20 世纪

20 年代，各基督教刊物表现出对这一新生事物的开明态度在教会学校学生之

中颇受欢迎，很多学生也纷纷在前述书刊引渡的思想与文化刺激之下，加入

到基督教诗歌撰稿人的行列之中，如燕京大学的林鸿飞、童星门、王书生、

何志新、郭本道、茅善昌、田景福、松江圣经学校的翟健雄、缪祖荫、汇文

                                                           
1 关于事工新诗，笔者曾专作一文《略论民国时期中国大陆的事工新诗》，现已投递给香港中

文大学崇基学院第八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会议，将在 2016 年 12 月的会议上正式公开

报告。 
2 刘廷藩：《教会文字事业的问题》，《生命》1922 年第 3 卷第 2 期，教会文字事业的问题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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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田韫璞、沪江大学的彭善彰、西大的李树芳、齐鲁大学的许慕贤、潘

慧庵、汕头礐石中学的章雄翔、闽北延平流芳道学院的毛伯廷、徐州培中的

周德鸿、圣约翰大学的杨荫浏等。 

与此同时，非信徒的现代诗人也常在基督教刊物上发表世俗诗歌，如与

鲁迅有所交往的招桂熙、创办赤血剧社的共产党烈士董曦辔都是《青年进步》

的作者，“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柯家龙则是《紫晶》杂志的主要撰诗人之

一。创刊较晚的《田家半月报》作为抗战时期唯一屹立不倒的基督教刊物，

还经常转载一些国内著名人士的诗作、儿歌、民谣等，如老舍的鼓词《王小

赶驴》、《打（游击队歌）》、陶行知的《民主到哪里去》、冯玉祥的《哭

吊佟赵二将军》、《日本投降诗》、《胜利劳军歌》、于右任的《万年歌》

等，内战期间还发表过马凡陀的一些讽刺诗。这些作品的发表消除了宗教文

学与普通文学森严的界限，使普通民众意识到基督徒不是洋奴，他们也是中

国人民中的一员，并非一味求和反战，而同样具有民族情感、爱国情怀，基

督精神与民族精神二者之间并无对立。这种效果，正是一度轰轰烈烈的基督

教本色化运动所追求的。 

四、社团交流与刊物出版——基督性的流溢与输出 

教会学校的学生社团以及以教会学校学生为主的文学社团在中国新诗史

上功不可没。在早期诗坛中，教会学校孕育的文学社团、诗歌社团扮演了一

个不容忽视的角色，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绿波社。文学研究会与绿波社是

现代中国诗坛中基督性色彩最为浓郁的文学团体，二者在成员上与文学理念

上也多有重合之处。其中文研会宗教思想的来源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绿波

社的主要宗教背景则是教会学校。 

早期绿波社的成员多是天津教会学校的学生，万曼来自天津新学书院，

焦菊隐、于赓虞及其他成员多来自天津汇文高中1。年长的赵景深早年毕业于

                                                           
1 据许凤才称，绿波社社员除赵景深之外，都是汇文高中学生。此记录应有误，因万曼即非汇

文学生。见许凤才：《诗人于赓虞传略》，《河南文史资料》1985 年第 14 辑，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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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芜湖圣雅各教会小学，他所就读的南开中学虽不是教会中学宗教气氛也

较为浓郁，由于是私立学校，身为基督徒的校长张伯苓有较多的自主权，故

而基督教青年会在南开中学的活跃度要远高于在国立学校中，在校内办有查

经班、祈祷会等活动，穆木天即是在南开中学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并担任过两

年的校青年会干事1。从赵景深的《妇人》、《园丁的变像》中对基督教典故

的化用即可见他对《圣经》的熟稔，其中不无校园环境的影响。焦、于二人

后来考入燕京大学并参与了《燕大周刊》的编辑，于是绿波社的成员中又加

入了于成泽、姜公伟等《燕大周刊》同人，后期绿波社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

徐雉也来自教会学校东吴大学，无须社成立后还吸纳了曾进入过崇德学校的

胡也频和挟一《史记》一《圣经》闯北京的沈从文等人。可以说，绿波社是

以教会学校学生为主力的诗歌社团。 

不过教会学校的宗教传统对于绿波社诗人们的影响在他们创作初期体现

得并不明显。或许是因为汇文中学过于沉寂的气氛与这些正处于青春期的诗

人气质相悖，他们在中学期间对基督教的好感都相当有限。但基督性的种子

已然播下，虽一时进入休眠期，一旦遇到适宜的环境或心境，终有勃发之时。

在绿波社主要阵地转移到北京之后，焦菊隐、于赓虞等诗人融入了燕京大学

自由而健康的宗教气氛中，诗作中即开始出现大量宗教意象与场景。然而相

同的宗教意象却在二人的诗作中展现出完全相反的风貌，焦菊隐笔下的基督

教意象无疑是正面的，如“胸里回旋着如腾燃之焦思，我又猝然匍匐在祭坛上，

流着悔感的热泪。终夜默祷之后，我颤颤地微微发出一声‘阿们’！”（《夜

祷》）式的祈祷意象在《母亲的病》、《人间》、《夜祷》、《长夜》等散

文诗中得到反复书写，这意味着他宗教情结的逐渐形成，焦菊隐日后时常为

《女铎》撰稿、并与基督徒秦瑾组成家庭等行为即是这种宗教情结的表现。

但于赓虞则不然，他是因为少时惹事太多而被大伯于襄武强行送入管理严格

的教会学校的，因此延续了自强制受洗时即开始的对基督教的反感，在他的

诗中神多是“无情义”（《孤灵》）的，天使是“惨病”（《骷髅上的蔷薇》）的、

                                                           
1 穆木天：《学校生活的断片》，《我的学生生活》，上海：光华书局，1933 年，第 1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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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的”（《惨笑之梦痕》），“神与魔鬼”是“联舞”（《梦痕》）的，天堂与

地狱、上帝与魔鬼的界限是模糊的，“无人知我的天堂即人间悲惨之地狱”而

“我这惨寂的地狱已开遍了蔷薇”（《只我歌颂地狱》），“慈悲的上帝，将微

笑的伸出双手”做出“抱死尸于怀中，并赐一长吻”（《悲剧》）这样令人毛骨

悚然的举动，而“足踏上帝之背”亦可以“悄悄走入死渊”（《惨笑之梦痕》）。

大量宗教意象在于赓虞诗歌中的反常组合构筑出一个充斥着“我不相信”之呼

声的黑暗世界，因为“所谓天堂并不是那样辉煌”、“上帝亦不是无偏心的明主”，

所以“渴望天国就成了愚昧”（《病中的幻想》）、“无情之魔与神”都是诗人

“在梦中杀死”（《疲惫的旅人》）的对象，确不负其“恶魔诗人”之称号。 

后期绿波社的诗歌大将徐雉有极高的基督徒嫌疑，是《青年进步》、

《兴华报》等刊物某一时段内的活跃作者，直到 1932 年从军之后，他还创

作了基督教圣剧《复活》。不过即使他有过信仰也不会十分坚定，因为他如

高兰、柯家龙、董曦辔一样在后期都因各种原因放弃了宗教信仰而改投了马

列主义的怀抱，因此唐弢将他作品中基督性特征概括为“他不相信世上有什么

上帝，却又始终期待着上帝的出现”、“他的心里有一个永生的上帝”1。诗歌之

于徐雉，是他“短小的生命树上”“累累的果子”，他化彼德“金银我都没有，只

把我所有的给你”（使徒行传 3 章 6 节）的典故，以“山珍海馐，我都没有”，

仅将“这些酸涩的未熟之果，/我把来装在玉盘上，/并高擎着两手，敬奉献给

你们”（《〈酸果〉序诗二》）申明了自己出版诗歌的目的。基督教在徐雉诗

歌创作中的地位不逊于被唐弢和徐雪寒所强调的母亲、爱情，诗人视自己的

灵魂“一半儿属于我爱，/一半儿是在上帝的掌握中”（《一切都不是她的》）,

宗教式的宿命感是造就徐雉《熄了的心灵的微光》、《黄金与石头》、《孤

独者的烦闷》等诗作中悲剧式哀婉之美的主要因素，宗教的慰安作用节制了

《在母亲的坟墓前》、《死的究竟》、《我的母亲》等诗作中的悲恸或恐怖

气氛，宗教的盼望为他《一篮花》、《上帝》等诗作注入了乐观的色彩，

                                                           
1 唐弢：《〈徐雉的诗和小说〉序》，《徐雉的诗和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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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语言更为他《风儿呵》中的女性描写带来了《雅歌》般的典丽。

可以说，若无基督性特征的融入，徐雉诗歌的艺术个性和艺术价值将大打折

扣。 

教会学校学生具有一定流动性，这导致了扩大影响和交流的可能。主张

“开门”办社、广交文友1的绿波社吸引了曦社、蔷薇社、星星社包括后来的无

须社的诸多外围诗人，其中石评梅、胡也频、沈从文等人的诗歌也带有各具

特色的基督性特征。石评梅在《罪恶之迹》、《流萤的火焰》、《“我已认识

了自己”》等诗中体现出对基督教罪恶观、天国构想、祈祷功用的认同，胡也

频的诗中则充满了反基督意象，沈从文则更多着眼于《圣经》本体，巧妙地

编织出如《旧约集句》这样令人拍案叫绝的奇诗和《我喜欢你》、《X》、

《絮絮》、《曙》之类的现代雅歌。虽然基督性不可能是绿波社发展社员的

标准，但它却可能成为一种文学交流中的共同语言，包括绿波社对文研会理

念的深切认同，也不无这方面的吸引力。 

除绿波社之外，比较开明的教会学校也会允许学生或教师自由组织社团

及创办刊物。在教会学校之中有很多从事文学活动的社团，在文学革命与新

诗发生的文化语境之下，这些社团及其旗下刊物也将新文学创作尤其是基督

性文学的创作作为一个重要版块，比如燕京大学的《燕大周刊》、《燕大季

刊》、《燕京大学月刊》，岭南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南风》，齐鲁大学的

《齐大月刊》，福建协和大学的《福建文化》等。其中《燕大周刊》社成员

的作品曾经在《晨报副刊》集体亮相，并广受好评，在草创时期的新诗诗坛

上有一定影响力。冰心、刘廷蔚等很多诗人的作品也都首发或者独家发表于

校办刊物之中，可以肯定，教会学校刊物是一座尚待挖掘的新诗宝藏，从中

可以搜寻出很多之前未曾进入研究视野的诗人诗作。 

必须承认一个事实，虽然教会学校苦心设计了多种途径让学生有机会走

近基督教，以期能通过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中华归主”的理想，但仅就新

                                                           
1 殷子纯：《天津绿波社》，《新文学史料》1994 年第 2 期，第 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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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领域来看，他们并未达成预设目标。他们的中，宗教活动和课程设置都引

发了不同程度的反弹导致了非基诗歌的产生，书刊资源对基督观的引渡也具

有较强的多向性，刊物出版、社团交流在将基督性诗歌书写输出的同时也扩

大了原作者群对更多诗歌写作立场的接触面，并使一些诗人的创作转向了其

他方向。不过，虽然教会学校对中国新诗的几种作用途径对基督性的生成并

非完全起着促生作用，但它也从不同侧面滋润着现代诗人的精神土壤，为新

诗基督性表现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提供了充足的准备，也使基督性成为在现实

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外的另一条不十分明显的思想线索。在新诗的

发展过程中，教会学校教育的意义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围绕这一话题还有

大批史料亟待挖掘和整理，随着相关资料的出土，相信人们会对教会学校与

中国新诗的关系有一个更为准确的定位。 

 

 

 

 

 

 

  


